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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中国家庭
发展能力变化研究

阚兴龙 1，2，祝颖润 2

（1. 吉林大学 东北亚研究院，吉林 长春 130012；
2. 吉林大学 珠海学院，广东 珠海 519041）

【摘 要】家庭作为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其发展能力决定了社会整体发展能力水平的高低，家庭发展能

力测度是制定家庭发展政策的科学前提。文章构建家庭发展能力指标体系，运用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

耦合分析方法对中国家庭发展能力进行测度，通过主成分分析确定家庭发展系统各指标权重，得出各

子系统的发展指数权重。分析结果显示：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家庭发展能力的综合指数经历了稳步

上升的过程，与此同时也存在家庭发展内部结构的不平衡性。家庭经济、家庭人口再生产和家庭生活

发展三个子系统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家庭经济和家庭生活发展能力持续提升，家庭人口再

生产能力逐年下降，使得家庭发展能力三个子系统协调度先升后降，家庭人口再生产能力的下降影响了

中国家庭发展能力。中国家庭发展能力三个子系统耦合度不断提升表明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

力加强，未来国家应着重加强家庭人口再生产能力建设，在教育、医疗、养老及税收等各方面给予家庭更

多的精准扶持，改善家庭发展能力内部不平衡性，促进各子系统协调发展从而使中国家庭发展能力持续

稳定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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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结构与功能不断变化，家庭规模缩小导致

家庭功能弱化，使家庭发展能力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在传统农业社会，家庭肩负着生活与经济生

产双重功能，能够维持较大的家庭规模和完整的家庭结构，能较好完成抚幼养老等家庭功能；进入工

业社会以来，社会化大生产逐渐替代了家庭生产功能，导致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和家庭结构小型化，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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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家庭在抚幼养老等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1］这一家庭变迁过程在率先实现工业化的欧洲最早出

现，中国的家庭结构变化趋势与欧洲基本类似。［2］改革开放以来，两方面原因致使中国家庭规模逐渐

缩小，一是中国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直接导致家庭规模变小；另外中

国工业化进程提速、经济社会迅猛发展和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加快了人口流动，加剧了家庭

规模的离散，进一步缩减了家庭规模，同时家庭户数持续增长，大量小规模家庭不断涌现，家庭户数

的增长速度在2003年首次超过人口规模增长速度且两者的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3］中国家庭规

模日益小型化使传统家庭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家庭的抚幼养老等众多功能逐渐丧失。国家卫

生计生委最新发布的家庭发展报告显示：家庭传统功能弱化，社会支持不足，近九成家庭有不同程度

的照料需求，家庭健康发展亟须国家社会相关政策支持。［4］

众多学者对近100年来国内外政府出台的提高家庭发展能力相关政策做了丰富的研究，研究结

果显示家庭个体的发展能力受社会母体的影响显著。为应对家庭发展能力不断面临的压力与挑战，

法国等欧洲国家率先于19世纪初出台《家庭法》等政策，保障巩固家庭发展能力。国外学者较早就

围绕家庭发展能力进行了系列研究。19世纪末家庭发展政策成为欧洲国家政策体系的有机组成部

分。［2］［5］有学者从家庭功能的角度研究家庭发展能力，从不同角度对家庭功能进行了阐述。［6-7］Skinner
等学者认为家庭主要承担经济、教育、情感满足等七大功能，［8］家庭成员通过互相协作共同完成各类

任务，使得家庭功能得以实现。20世纪40年代国外学者在研究人口政策时开始提及家庭政策，［9-10］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家庭政策研究，［11-12］从整个国家社会的宏观和家庭个

体的微观视角研究家庭政策的影响因素以及实施效果。［13-14］奥尔德斯（Aldous）等学者认为家庭与社

会水乳交融，家庭政策属于国家社会宏观层面政策一部分，［15］与经济政策、人口政策等紧密相连，［16］

国家社会其他政策也属于家庭政策的某一方面。［17］中国家庭政策的演进历程和西方发达国家呈现出

高度一致的演进脉络，借鉴欧洲的家庭发展政策，［18］提高中国家庭发展能力，需要对家庭发展能力进

行科学量化研究，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家庭发展能力量化指标，构建合理的家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

体系后进行家庭发展能力水平测评，从而对全国不同地区家庭发展能力进行时空动态监测，为出台

精准的家庭政策提供理论支撑与保障。［19］

部分学者通过构建家庭发展能力指标体系对区域整体家庭发展能力进行测度，但在研究方法上

普遍存在不足。吴帆等对中国家庭发展能力指标体系构建做了理论探索，［20］构建了包括1个一级指

标、5个二级指标及若干三级指标的家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但没有进一步进行实证研究，同时

对于该指标体系的计算方法也未进一步阐述。黄玲等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三个方面

构建了家庭发展能力指标体系并且提供了参考的计算方法。［21］李永珍等结合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从

生活供给、健康长寿等七个方面构建家庭发展能力指标体系，提出了加强家庭发展能力建设的相关

政策建议。［22］杜本峰以及石智雷等从计划生育政策视角对家庭发展能力进行研究，构建相应指标体

系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在抚幼养老方面的发展能力有显著影响。［23-24］近几年

也有部分研究通过构建家庭发展能力指标体系对不同地区家庭发展能力进行测评和影响因素的实

证研究，［25］但研究中对各指标的权重赋值过于主观。

纵观现有家庭发展能力量化的研究，其在方法上多采用一种量化方法，指标体系中二级指标的

权重设置普遍存在主观性，鉴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中国家庭发展能力测评指标体系，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与耦合分析法相结合的形式，客观设置二级指标权重，系统科学测度改革开放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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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中国家庭发展能力，以弥补现有家庭发展能力量化研究的不足。

二、研究方法及计算过程

系统耦合机制解析是研究几个系统之间关系的一种模型，耦合分析方法适合对由多个子系统构

成的家庭发展能力进行综合分析。耦合分析方法引申自物理学，包括两方面内涵：协调和发展，协调

是指系统之间的相互关联，协调度体现各系统之间的差异程度；发展则指系统各自的演化进程，发展

度体现各系统自身水平差异，协调与发展相互交织，互动影响，即为耦合。［26］基于前人研究，家庭发展

能力由众多子功能构成，如家庭经济发展能力、家庭人口素质、家庭生活保障能力、家庭风险应对能

力等，［20］［25］多项家庭发展子能力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对于家庭发展能力测度，还鲜有研究将这多个

发展能力放置于一个体系内系统讨论其交互影响关系。因此，本文选择系统耦合解析法对家庭发展

能力进行综合测度，将家庭发展能力系统分解为三个有机联系的子系统，探求家庭发展各项子能力

的互动关系以及对整体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

（一）系统耦合机制解析

1. 二系统耦合模型解析

两系统协调程度可用偏离差系数 Cv 衡量，Cv 越小代表协调程度越高，偏离差系数 Cv 的计算公

式为：［26］

Cv =

( )F1 -F2
2

2
( )F1 +F2

2

（1）

其中，F1和 F2 分别为两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式（1）化简后得：

Cv = 2
é

ë
ê
ê

ù

û
ú
ú1-F1 ⋅F2/

( )F1 +F2
2

2 = 2( )1-C （2）
因此，两系统的协调度 C 可以写成：

C=F1 ⋅F2/
( )F1 +F2

2

2 （3）
同时，两系统的发展度T 为：［27］

T= αF1 + βF2 （4）
其中，α 和 β 分别为 F1和 F2 的权重，其具体值可根据两个系统的相对重要性确定。

两系统耦合度 D 的计算公式如下：

D= C ⋅T （5）
2. 三系统耦合模型解析

与两系统的原理一致，同样用偏离差系数来衡量三系统的协调度，三系统协调程度可用偏离差

系数 Cv 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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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F1，F2 ，F3 分别为三个系统的综合指数。式（6）化简后得：

Cv = 3
é

ë

ê
ê

ù

û

ú
ú1-

3( )F1 ⋅F2 +F1 ⋅F3 +F2 ⋅F3

( )F1 +F2 +F3
2 = 3( )1-C （7）

因此，三系统协调度可简写为：

C=
3( )F1 ⋅F2 +F1 ⋅F3 +F2 ⋅F3

( )F1 +F2 +F3
2 （8）

同时，三系统的发展度T 为：

T= αF1 + βF2 + γF3 （9）
其中，α 、β 、γ 分别为 F1、F2 、F3 的权重，其具体值可根据三个系统的相对重要性确定。［28］

三系统耦合度 D 为：

D= C ⋅T （10）
根据逯进、廖重斌等研究，［26］［29］将协调度 C 数值从0-1以0.1为单位划分为10个协调等级，如表

1所示。

依据上述协调度 C 差别标准及类型，在协调度 C 的基础上增加发展度 T 影响，从而形成耦合度

D ，确定耦合度 D 判别标准及类型如表2所示。［30］

（二）指标体系构建与计算方法

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家庭发展能力是一个复杂系

统，构建家庭发展能力指标体系

要遵循系统性和整体性原则。家

庭发展能力组成因素多，结构复

杂，各子系统联系紧密。因此构

建的家庭发展能力指标体系不仅

要让家庭发展能力有关的内容都

在指标体系中得到体现，而且要

使评价指标和评价目标有机地结

合起来，形成一个层次结构分明、

各子系统之间相互支撑的整体。

本文将评价指标分为目标层、准

则层和指标层等若干层次，使构

建的家庭发展能力指标全面、准

确地反应家庭发展能力的真实现

状和水平。［31］

家庭发展能力构成要素众

多，为便于计算务必使指标体系

简明科学。本文采用的指标既能

表1 协调度判别标准及划分类型

协调度 C

0.00-0.09
0.10-0.19
0.20-0.29
0.30-0.39
0.40-0.49

协调等级

极度失调

严重失调

中度失调

低度失调

濒临失调

协调度 C

0.50-0.59
0.60-0.69
0.70-0.79
0.80-0.89
0.90-1.00

协调等级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良好协调

优质协调

资料来源：廖重斌. 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定量评判及其分类体系——

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J］. 热带地理，1999，（2）：76-82.

表2 耦合度判别标准及划分类型

失调衰退型

耦合度 D

0.00-0.09
0.10-0.19
0.20-0.29
0.30-0.39
0.40-0.49

类型

极度失调衰退型

严重失调衰退型

中度失调衰退型

低度失调衰退型

濒临失调衰退型

协调发展型

耦合度 D

0.50-0.59
0.60-0.69
0.70-0.79
0.80-0.89
0.90-1.00

类型

勉强协调发展型

初级协调发展型

中级协调发展型

良好协调发展型

优质协调发展型

资料来源：逯进，陈阳，郭志仪. 社会福利、经济增长与区域发展差异——

基于中国省域数据的耦合实证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2012，（3）：3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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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各个家庭间的共同特征，又能真实地反映家庭经济发展能力、家庭生活发展能力等核心家庭发

展能力，且又能全面客观地反映各个家庭发展能力间的真实联系，指标尽可能简化且避免相互叠加。

家庭发展能力指标体系要能与统计数据相匹配，保证可操作性原则。第一是数据资料便于获

取，尽可能通过查阅中国历年统计年鉴和中央各部委历年统计公报就可以获得指标体系所需数据资

料。二是数据资料可量化。指标体系中所有定量指标数据要保证真实有效，避免采用定性指标和经

验指标。

2. 指标体系构建

“家庭发展能力”是一个新兴名词，目前在国内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许多学者给出了不

同的定义。例如上海市闵行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课题组在家庭发展能力建设的实践探索与指

标体系建设中，将家庭发展能力定义为家庭促进自身功能不断优化升级，有效满足其成员合理需要

以及实现自身结构稳定和生命周期可持续演进的各种手段方式的总和。［22］也有学者认为家庭发展能

力是指家庭成员共同努力相互支持以实现家庭目标的综合能力，包括家庭交流、凝聚力、领导力、适

应性和独立性，从更为具体的层面上讲，家庭发展能力包括家庭成员的社会适应能力、市场竞争能

力、收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家庭情感凝聚力、人口再生产能力等。［32］

为了便于指标数据收集和计算分析，本文将家庭发展能力目标层归为三个准则层，即三个家庭

发展子能力，同时在准则层下设指标层，用数据反映各家庭发展子能力。三个家庭发展子能力分别

为：经济发展能力、人口再生产能力、生活发展能力。家庭经济发展能力主要指家庭从社会中获取经

济收入的能力和基于此所发生的生活消费、养老医疗保障、科研教育等持续人力资本投资；家庭人口

再生产能力是家庭生育抚养、促进人口增长的能力；家庭生活发展能力包括家庭所享有的城市农村

等基本配套设施以及家庭基本的生活资源及环境条件。

构建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是研究三系统耦合的基础。本文根据家庭发展能力的内涵与特征，在

目标层次分类法的基础上，结合现有研究成果，［13］［25］构建家庭发展能力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由目标

层和准则层2个层次、34个指标构成，指标选择能表征各家庭发展能力重要特征，如表3所示。

3. 计算方法

由于三系统各指标数据的量纲差异较大，所以首先需要对所有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本文采用

的标准化方法是组间极值法，正项指标标准化和负项指标标准化公式如下：

Xi
' = Xi -minXi

maxXi -minXi
, Xi

' = maxXi -Xi

maxXi -minXi
（11）

系统耦合分析重点是研究两个及以上多个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科学确定代表各子系统的一级

指标权重是保证系统耦合分析结果精确的重要前提。现有系统耦合分析的众多研究对于一级指标

权重的确定过于主观，认为各一级指标的权重都相同，普遍将一级指标权重直接确定为1；事实上各

一级指标的权重本身是客观的，如果主观直接赋值，由此导致系统耦合分析方法的精准性降低。本

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确定一级指标权重，主成分分析法是根据数据本身的结构确定各一级指标的

权重，较以往学者的研究更为客观科学。因此，本文将两个计算方法有机结合起来，构建基于主成分

分析的系统耦合分析法。

综合指数衡量的是各个系统的整体发展水平，是系统所含各指标标准化值的加权平均值。本文

所涉及的三系统的综合指数的计算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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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家庭发展能力指标体系

目标层

家庭发展

能力

准则层

经济发展

能力

人口再

生产能力

生活发展

能力

指标层

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以上一年价格为100）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1978=100）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指数（1978=100）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城镇家庭恩格尔系数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险人数

科技研发与开发专项资金占GDP的比重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文盲半文盲占15岁及以上比例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出生人口性别比

平均家庭户规模

结婚率

离婚率

少儿抚养比

老年抚养比

城镇登记失业率

城镇人口比重

供水普及率

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燃气普及率

图书出版图书总印数

每万人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

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

人均用水量

森林覆盖率

代码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X13
X14
X15
X16
X17
X18
X19
X20
X21
X22
X23
X24
X25
X26
X27
X28
X29
X30
X31
X32
X33
X34

单位

1
1
1
元

元

%
%

万人

万人

%
%
%
‰
‰
‰
1

人/户
‰
‰
%
%
%
%
%

平方米/人
平方米/人
平方米/人
平方米/人

%
亿册

人/万人

人/千人

立方米/人
%

资料来源：根据1978-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央各部委历年发展统计公报整理。

F1n =∑
i=1

6
Wi X '

in， ( )n=1978,1979,⋯,2016 （12）
F2n =∑

j=1

4
Wj X '

jn， ( )n=1978,1979,⋯,2016 （13）

F3n =∑
k=1

9
Wk X '

kn， ( )n=1978,1979,⋯,2016 （14）
其中，F1n 、F2n 、F3n 分别为家庭经济发展能力结构、人口再生产能力结构和家庭生活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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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三系统的综合指数。Wi 、Wj 、Wk 分别为各指标的权重；X '
in 、X '

jn 、X '
kn 分别表示各指标的标

准化值。

三、计算结果分析

本文根据构建的三系统耦合模型和

家庭发展能力指标体系，借鉴曾鸣等学

者研究成果，［28］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

各指标权重赋权，避免传统方法采用均

值法赋权的主观性。计算得出中国家庭

发展能力发展指数、中国家庭发展能力

各子系统的协调度以及各子系统的耦合

度（即协调发展度）。

（一）家庭发展能力指标及子系统

权重

本文将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在统计

软件 SPSS17.0中进行主成分分析，根据

特征值和方差贡献率得出，有 4 个因子

的初始特征值大于1，这4个因子累计方

差贡献率为95.5%，提取前4个主成分形

成新的变量解释全部指标的 95.5%信

息，即家庭发展能力指标体系34个指标

可以用4个新的变量来表示。根据得到

的初始因子载荷矩阵，再用主成分载荷

矩阵中的数据除以主成分相对应的特征

值开平方根便得到4个主成分中每个指

标所对应的系数。然后以4个主成分所

对应的特征值占所提取主成分总的特征

值之和的比例作为综合系数，将综合系

数标准化后得到各指标的权重（见表4）。

同时根据家庭发展能力体系各指标权重

累积计算得出家庭经济发展能力、人口

再生产能力和生活发展能力三个子系统

的指数权重（见表5）。
（二）家庭发展能力系统耦合分析

结果

1. 家庭发展能力指数计算结果分析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家庭发展能

表4 家庭发展能力指标体系34个指标权重

指标

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以上一年价格为100）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1978=100）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指数（1978=100）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元）

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城镇家庭恩格尔系数（%）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万人）

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险人数（万人）

科技研发与开发专项资金占GDP的比重（%）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文盲半文盲占15岁及以上比例（%）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出生人口性别比

平均家庭户规模（人/户）

结婚率（‰）

离婚率（‰）

少儿抚养比（%）

老年抚养比（%）

城镇登记失业率（%）

城镇人口比重（%）

供水普及率（%）

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平方米/人）

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平方米/人）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平方米/人）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平方米/人）

燃气普及率（%）

图书出版图书总印数（亿册）

每万人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人/万人）

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人/千人）

人均用水量（立方米/人）

森林覆盖率（%）

代码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X13

X14

X15

X16

X17

X18

X19

X20

X21

X22

X23

X24

X25

X26

X27

X28

X29

X30

X31

X32

X33

X34

权重

0.0080
0.0336
0.0334
0.0331
0.0330
0.0330
0.0318
0.0337
0.0331
0.0330
0.0336
0.0308
0.0282
0.0246
0.0291
0.0270
0.0311
0.0277
0.0290
0.0308
0.0334
0.0152
0.0335
0.0317
0.0334
0.0333
0.0335
0.0334
0.0322
0.0282
0.0298
0.0309
0.0095
0.0245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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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综合指数 F（简称综合指数 F）
总体呈上升趋势，表明中国家庭

发展能力水平取得了长足发展。

家庭发展能力指数大小代表家庭

发展水平高低，家庭发展能力指

数上升表示家庭发展水平提高。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家庭发展能力指数的不断上升，代表中国家

庭发展能力持续增强。1978 年以来，综合指数 F 大致经历了两个增长阶段，第一阶段从 1978 年

24.8%增长到1995年33.0%，增长速度比较缓慢，中间还出现两次下降，这一阶段综合指数F变化的

特点为波动缓慢增长；1995年以来综合指数F进入持续稳定增长阶段，2000年以来增长速度加快，由

1996年的 34.5%增长到 2016年的 73.0%，增幅达到 111.2%，这一阶段综合指数F变化的特点为持续

快速增长。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家庭经济发展能力指数F1（简称经济指数F1）和生活发展能力指数F3（简称

生活指数 F3）实现了持续稳定增长，代表中国家庭经济发展能力水平和生活发展能力水平逐步提

升。中国家庭经济发展能力水平提高意味着家庭从社会中获取经济收入、社会消费以及教育等投资

的能力不断加强，［33］中国家庭生活发展能力水平提高意味着中国家庭在城镇基础生活设施配套、医

疗住房以及日常资源环境条件方面逐步改善。［34］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GDP总量3 645亿元，人

均GDP仅为381元，经济发展基础弱，中国家庭经济发展能力与生活发展能力都处于较低水平，当时

生活指数F3略优于经济指数F1；40年来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2017年GDP总量达到82.71万亿元，

人均GDP达到 59 660元，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两项家庭发展能力指数持续快速增长，2007
年过后，经济指数F1超过生活指数F3，两者之间差距有扩大趋势，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对家庭经济发展

能力影响较家庭生活发展能力更为显著。［35］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家庭人口再生产能力指数F2（简称人口再生产指数F2）持续性下降，代表中

国家庭人口再生产水平严重下滑。1978年人口再生产指数F2最高，远高出经济指数F1和生活指数

F3，但40年来人口再生产指数F2持续走低，与其他两项家庭发展能力指数的差距逐年缩小，2000年

三者几乎达到同等水平，2000年之后人口再生产指数F2开始低于经济指数F1和生活指数F3而且与两

者之间的差距逐年扩大，下降速度呈加速度状态，到2016年下降幅度达到73.2%。1978年以来中国

家庭结婚率下降、离婚率上升加剧了家庭的不稳定性，平均家庭户规模由 1982年的 4.41人降低到

2016年的3.11人，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

与此同时老年抚养比逐年上升，2016年

达到 15%，上述变化使得中国家庭面临

越来越多的抚幼养老压力，［36］导致生育

率降低和二孩生育意愿不强等社会现

实，［37］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也由 1978年

的12‰降低到2016年的5.86‰。

中国家庭发展能力综合指数F由家

庭经济发展能力指数 F1、家庭人口再生

产能力指数 F2 和家庭生活发展能力指

表5 家庭经济、人口再生产与生活发展能力三个系统的权重

系统

权重

经济发展能力 α

0.370
人口再生产能力 β

0.310
生活发展能力 γ

0.321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图1 1978-2016年中国家庭发展能力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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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F3构成，虽然人口再生产能力指数F2持续走低，得益于家庭经济发展能力指数F1和家庭生活发

展能力指数F3快速增长，使得40年来综合指数F总体上保持了增长态势。说明中国改革开放40年

取得了巨大经济成就，提高了家庭经济发展能力，同时城镇化进程加速，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城

乡基础设施建设与医疗发展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使得家庭在经济与生活方面的发展能力获得了巨

幅提升，但经济社会发展也给家庭稳定性带来了冲击，［38］人口再生产发展能力的持续下降是严峻的

现实。

2. 家庭发展能力协调度C计算结果分析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家庭经济发展能力、人口再生产能力与生活发展能力三者的协调度C（简

称协调度C）经历了快速增长和缓慢下降的变化过程，协调水平由中度失调提升为良好协调状态。

协调度C的大小代表了三个家庭发展子能力之间的发展水平差异，C值越大代表三者的差异程度越

小，匹配程度越好，三者的发展越均衡，同步发展的状态好，即协调；C值越小则说明三者的差异程度

越大，发展越不均衡，同步发展的状态差，即失调。1978年协调度C为0.20，处于中度失调，随后开始

快速提升，1993年进入优质协调状态，2000年达到最高点，迎来拐点后开始缓慢下降，2016年协调度

C为0.85，处于良好协调状态，但其下降趋势没有改变，未来形势仍不容乐观。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家庭人口再生产能力与经济发展能力、生活发展能力之间的协调度（简

称协调度C1、协调度C3）变化起伏较大，协调度C1、C3经历了先升后降的大起伏，拐点出现在2000年。

协调度C1和协调度C3值的大小变化反映的是家庭人口再生产能力水平与经济发展能力水平、生活能

力发展水平的差异大小，匹配均衡程度。协调度C1在1978年处于最低水平，属于极度失调，随后进

入快速提升过程，先后经历了三次波动下降，但总体上保持较快增长态势，1988年达到勉强协调状

态，1994年协调度超过0.8，进入良好协调状态，1997年达到优质协调状态，到2000年协调度达到最

高水平，同时也迎来拐点；2000年开始，协调度C1进入下行通道，开始急剧下降，到2016年低于0.5，
处于濒临失调状态。协调度C3的发展变化与协调度C1演变过程高度相似，1978年协调度C3处于中

度失调，随后进入稳定快速增长期，2000年达到最高点，迎来拐点后，同样开始急剧下降，2016年协

调度C3下降到0.55，已属于勉强协调状态。协调度C1和协调度C3自2000年来持续走低，根据现有数

据判断，未来趋势将会更加严峻。根据上述对家庭发展能力指数的分析，导致协调度C1和协调度C3

变化起伏巨大的原因主要是中国家庭人口再生产能力水平高开低走，家庭经济发展能力水平和家庭

生活能力发展水平低开高走，三者差异缩小，则协调度高，差异扩大，则协调度低，三者在2000年时

差异最小，所以协调度达到最好状态。

改革开放 40年来，中国家庭经济发

展能力与家庭生活发展能力协调度 C2

（简称协调度C2）总体上处于高水平的优

质协调状态。1978年协调度C2最高，已

经达到中级协调，较其他家庭子能力之

间的协调度C1和C3都有较大的优势，随

后很快跃迁到优质协调状态，虽然在

1982年经历了一次下降，回到良好协调

状态，但 1983 年重回优质协调状态，随 图2 1978-2016年中国家庭发展能力协调度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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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直保持在优质协调状态。

3. 家庭发展能力耦合度D计算结果

分析

改革开放 40年来，中国家庭发展能

力的三个子能力（经济发展能力、人口再

生产能力、生活发展能力）的耦合度 D
（以下简称耦合度D）实现了稳定持续增

长，但由于起点较低，到 2016 年仍然没

有达到协调发展水平。耦合度D是测度

中国家庭发展能力三项子能力协调状态

和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耦合度D的值

高代表三项子能力之间协调状态佳且各自发展水平高，反之，三项子能力的协调度或发展水平低则

会拉低耦合度D。耦合度D在1978年时值为0.12，属于严重失调衰退型，基于上述分析，改革开放之

初中国家庭经济和生活两项发展能力水平低，同时与人口再生产能力不协调，上述两个原因共同导

致耦合度D的低水平。随后耦合度D进入长期稳定的增长期，主要归功于中国家庭经济和生活两项

发展能力水平不断提高，和两项能力与人口再生产能力的协调度不断提升。40年来耦合度D的增长

速度较缓慢，到2016年耦合度仅为0.47，仍处于濒临失调衰退型，还没有达到协调发展的状态。

改革开放 40年来，中国家庭人口再生产能力与家庭经济发展能力耦合度D1（以下简称耦合度

D1）、家庭生活发展能力耦合度D3（以下简称耦合度D3）都经历了“先升后降”的变化过程。耦合度D3

在1978年仅为0.12，属于严重失调衰退型，随后进入缓慢增长过程，到2003年达到顶点，为0.37，处
于低度失调衰退型，而后开始持续下降，到 2016年耦合度D3为 0.32，勉强维持在低度失调衰退型。

耦合度D1也经历了上述过程，1978年耦合度D1仅为0.09，处于极度失调衰退型，经过24年增长，2002
年达到0.36，处于低度失调衰退型，2003年开始逐年下降，2016年耦合度D1降为0.32，同样勉强维持

在低度失调衰退型。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家庭经济发展能力与家庭生活发展能力耦合度（以下简称耦合度D2）实

现了持续稳定快速增长。耦合度D2由1978年的极度失调衰退型到2016年达到勉强协调发展型，整

个增长过程持续稳定，没有较大波动，如今耦合度D2刚刚进入协调发展阶段，属于协调发展的最低层

次（勉强协调发展型），未来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采用基于主成分分析的耦合度分析方法更加客观科学，对中国家庭发展能力各系统的耦合

分析更加精准合理。本文在方法上有两点创新：一是首次以系统的视角研究家庭发展能力，采用耦

合度方法研究影响家庭发展能力的三个子系统（家庭经济发展能力、人口再生产能力和家庭生活发

展能力）之间的互动关系与影响机制；二是本文采用基于主成分分析的耦合分析方法。耦合分析的

优点是对数据结构的包容性高，数据计算结果曲线平滑；缺点是现有研究确定子系统指标权重都过

于主观，一般给各指标分配相等的权重。基于此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确定家庭发展系统各指标

权重，继而得出各家庭发展子系统的发展指数权重，弥补了现有多数耦合方法研究中对一级指标主

图3 1978-2016年中国家庭发展能力耦合度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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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赋值这一缺陷，［28］使得耦合度整个分析过程更加客观合理。经过结合主成分分析方法的耦合度分

析，精确解析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家庭发展能力各子系统的互相关联和互相促进的作用关系。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家庭发展能力总体水平持续稳定提升，主要得益于家庭经济发展能力和

生活发展能力的优异表现。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经济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已

居世界第二，中国家庭在这一过程中也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能力，家庭收入及消费水平不断提高，

家庭生活更加富裕，养老医疗保险以及教育等方面持续改善；与此同时，经济发展大大促进了全国各

项生活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进程，使得家庭在住房、医疗、生活资源及环境方面获得了长足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家庭发展能力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内部发展不平衡和总体发展不充

分。中国家庭发展能力内部的不平衡原因在于家庭人口再生产能力下降，与家庭经济、生活发展能

力水平差异持续扩大，使得三者的协调水平下降，加剧了中国家庭发展内部的不均衡性。中国家庭

人口再生产能力降低受到家庭规模小型化、婚姻不稳定以及抚幼养老等压力，家庭生育意愿不强等

多重影响。中国家庭发展能力总体不充分表现在家庭经济、人口再生产和生活能力的协调发展水平

还不高，家庭发展能力在兼顾家庭内部各项发展能力平衡和保持家庭发展总体水平提高方面还有较

大的提升空间。未来政府在提高家庭发展能力方面的政策需要在改善家庭发展能力内部不平衡方

面进一步加强，补足家庭人口再生产能力的短板，在教育、医疗、养老及税收等各方面给予家庭本身

更多的精准扶持，这为将来地方政府实施精准的家庭发展能力提升政策指明了方向。

中国家庭发展能力系统耦合度不断提升，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力加强，各子系统对家

庭发展能力呈现更强劲的正向促进作用。家庭发展能力系统耦合度提升说明家庭发展能力三个子

系统的发展水平以及协同程度都在不断进步。与此同时，家庭发展能力三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

作用力也明显增强，说明三个子系统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各子系统在互相影响促进的同时共

同推动了中国家庭发展能力的整体提升。这为中国未来实施提升家庭发展能力政策提供了较好的

指向性，即促进家庭发展能力提升需要从家庭经济发展、人口再生产及生活发展能力三个方面同时

推进，综合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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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hange of Chinese Family Development Capability
in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KAN Xinglong1，2，ZHU Yingrun2

（1.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College，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Jilin，130012，China；
2. Zhuhai College，Jilin University，Zhuhai Guangdong，519041，China）

Abstract：The family is basic unit of society，and its development ability determines the level of the overall
social development ability. The measurement of family development ability is the scientific premise for the
formulation of family development policies.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index system of family development
ability，measures the family development ability in China，and applies the coupling analysis method based
on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he development index weight of each subsystem is obtained through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which makes up for the defect of subjective assignment of first-level index in
most coupling methods，and makes the coupling degree analysis more objective and reasonable.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of Chinese family’s development ability has been rising steadil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40 years ago. At the same time，there is also an imbalance in the internal struc⁃
ture of family development. The three subsystems of family economy，Population reproduction development
and life development show great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the development ability of family
economy and life continues to improve，while the ability of family Population reproduction development
gradually decreases.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three sub-systems of family development ability rises
first and then falls，and the family Population reproduction development ability becomes the weak board
that affects the family development ability of China. The increasing coupling degree of the three subsystems
of Chinese family development capability indicates that the interaction influence among the subsystems is
strengthened. In the future，the country should focus on strengthening the reproduction capacity of the fami⁃
ly，give more precise support to the family itself in education，medical care，old-age care，tax and other as⁃
pects，improve the internal imbalance of the family development ability，and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
opment of various subsystems so as to continuously and steadily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ability of the
Chinese family.
Key Words：China，Family，Development Ability，Coupling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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